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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横线为户籍性公平问题）。其中，流动性公平问题来

源于外来务工人员和无户籍常住居民的公平诉求，地

区性公平问题产生自外来务工人员和有户籍本地居民

的区域差异，户籍性公平问题关系到无户籍常住居民

和有户籍本地居民的利益分配。于是三点和三边依次

连成彼此相关的三角形结构，忽略其中任意要素都会

破坏三角形的稳定性。因此，不能片面地看待异地高

考问题，应当依靠多项政策的相互配合来实现三类公

平维度的协同建构。

图１　异地高考的 “三角关系模型”

异地高考的 “三角关系模型”旨在帮助认清和

理顺问题中的复杂关系，但是从认识问题到解决问

题，还需要寻找一种正确的解题方法。所谓正确的

方法应该同时具备合理性和现实性。比如，有人提

议通过提高政策制定的社会参与度来解决异地高考

问题，这种建议就缺乏合理性，把希望寄托在利益

博弈双方的良知和沟通上，就如同乌托邦的设想。

此外，也有人提议通过均衡各地的教育资源来处理

异地高考难题，这种建议又不具备现实性。虽然从

理论上说均衡教育资源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但是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短期内很难有较大改观。兼顾合理性和现实性意味

着要对症下药，异地高考始终围绕招考公平，那么

考试招生制度即是症结所在。完善异地高考政策的

关键在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又

包括考试制度改革和招生制度改革两个方面。

二、流动性公平问题

由于我国各省份之间的高考试题和教材选用并不

统一，如果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学习，回到生

源地参加高考，那么所学内容难免无法充分适应高考

的需要，使随迁子女在高考中处于不利位置，教育公

平中最起码要保证的机会公平也就无从谈起。若是选

择回到生源地完成学业，那么又意味着要和在外务工

的父母分隔两地，这不仅不利于留守子女的健康成长，

而且不符合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即 “非

经法院判决，应确保不违背儿童父母意愿使儿童和父

母分离”。随迁子女跟随父母，在父母经常居住地接受

教育应该是一项基于国际公约的基本人权。［５］

异地高考最初正是基于这个两难问题提出的，

后来逐渐被无户籍常住居民与有户籍本地居民之间

的户籍利益之争所掩盖。有调查显示，仅有１７．８％
的农民工了解并且很关注异地高考政策，６１．３％的
农民工不清楚异地高考政策甚至从未听说，只有少

部分农民工表示很关注此政策。由此可见，农民工

对异地高考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关注度很低。［６］加上农

民工阶层本身缺少话语权，于是在异地高考问题上

慢慢被边缘化了。但作为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平保

障者的政府，如果也随波逐流对此置之不理，则无

异于舍本逐未。因此，如何在随迁子女跟随父母一

起生活的情况下，又能保证其高考机会的相对公平

是需要首先解决的流动性公平问题。

对此，多数学者倾向于将随迁子女看作一个独立

的群体，试图从招生制度改革的视角来解决问题，并

提出四种类型的方案。其一，让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完

成录取工作，同时，增加流入地的高考录取人数，保

持同等录取率，从而不损害当地居民利益。其二，按

随迁子女占原籍地考生比例，将原省市的招生名额分

出一部分用于录取随迁子女。其三，排除原籍因素，

为同一流入地的所有随迁子女单独设置录取指标。其

四，制定高考分数的省际转换规则，将随迁子女在流

入地高考所得成绩经过转换后回原籍参加录取。

以上四种方案看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第一

种在本质上属于低门槛的异地高考方案，而且为了消

减当地居民的阻力，还采用增加招生总额的办法。如

此一来，高考移民将成为一种常态，源源不断地涌入

北京、上海等高考洼地，直至超出高校和城市所能承

载的负荷。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缺陷相仿，一则流动人

口流动性强，具体人数不易测算；二则在异地考生的

招生名额和录取率的界定上存在诸多麻烦，无论多或

少都会引发不同立场下的公平争议，并且，分配不当

还可能形成类似于青海、西藏这样的高考小洼地。至

于第四种方案，要想在省际间公平地转换分数，其难

度之大可想而知，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既然招生制度改革这条解题路径行不通，何不

换个视角，从考试制度改革方向入手，设法消除异

地考生的异质性。其实只要实现全国高考统一命题

便可解决流动性公平问题。在全国统一高考模式之

下，流动人口子女大可随父母在流入地生活学习并

参加高考，即便回原籍录取也能免受课程与考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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